
拥有长期合法性根基的非农集体经济，至少在相当时期或相当程度上仍需承担社区

建设的相关成本，即意味着非农集体经济仍需以 “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并发挥

特定作用。总之，珍视非农集体经济 “社会性”的培育与维护，是非农集体经济规

范化、公平化与效率化发展的关键。

〔责任编辑：冯小双〕

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

董磊明　郭俊霞

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还依赖于乡村社会自身

的秩序生产能力，这种内生的秩序生产能力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底盘。社会底盘

的销蚀会导致乡村社会治权的弱化，近２０年来，农民生计模式与农村社会结构及文

化心理的变迁，使得这一问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乡村治理的社会底盘，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能力、村庄的道德、伦理的维护机

制等诸多方面，农民的面子观是其中重要的一维。当前，农村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

变化，农民面子观的表现形态、实质内涵和社会功能也正在发生变化，这对公序良

俗的维持乃至乡村社会治理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试图从村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

活实践的角度进入，对农民的面子观进行阐述和探讨。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路径

１９世纪末，传教士明恩溥将 “爱面子”作为中国人性格的重大特征提出，从此

“面子”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家较早开始对中国人的面子观进

行学理阐述，思考它对中国人价值和行为的影响。① 对面子观的系统思考则主要由

本土社会心理学家展开。最先对面子作出诠释的是胡先缙，她具体地区分了脸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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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ＢＳＨＯ５５）的

阶段性成果。

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Ｏｎ　Ｆａｃｅ－Ｗｏｒｋ：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１９５５，ｐｐ．２１３－２３１；Ｌｅｏｎ　Ｅ．Ｓｔｏｖ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ｓｉｓ，１９６２．



子，并考察了它们的起源；何友晖通过说明面子不是什么，进而澄清面子概念与其

他容易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金耀基推进了胡先缙的讨论，从方言及其具体意义

的角度考察了面 子 概 念；陈 之 昭 和 黄 光 国 等 则 从 个 人 行 为 和 心 理 层 次 着 手 进 行 探

讨。①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见下表。②

学者 界定面子的关键词 面子的定位

胡先缙 社会、成就、承认、声望 声望

何友晖 社交网络、他人、恭敬、服从 恭敬、服从

金耀基 社会阶梯、身份、地位、声望 声望

陈之昭 自我、评价、意义、自我心像 社会尊严、公众心像

黄光国 社会地位、声望、印象整饰、自尊 社会地位、声望

这些研究对 “面子”在概念和语词的分析上有所成就。其中有的比较偏重概念

探索，将研究重心放在 “面子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实体主义和本质主

义的探究；一些研究还深入到传统中国典籍中去寻求对面子的表达与解释，并观照

到史料中所反映的诸多问题，将面子问题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认识，这为进一步经

验性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论和社会关系论的角度展开，明显缺乏社会结构

的视野。对此，已有学者有所警惕，翟学伟即提出要从中国情理社会的语境去理解

面子，③ 这是试图把经典 “大传统”与民间生活的 “小传统”勾连起来，以发现作为

理念型的大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多样化实践形态。这种思路对面子观的经验研究有着借

鉴意义。但在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子观的内涵及其社会功能也在急剧地发展变

化，研究者需要克服过快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需要对面子在村庄社会的作用机

制进行具体的揭示。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有更明确的社会学意识，尤其要注重从

农民日常生活实践和村庄社会结构的视野出发。④ 事实上，一些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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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土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述，可参见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２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杨 国 枢 主 编：《中 国 人 的 心 理》，南 京：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黄光国主编： 《面子———中国人的权力 游 戏》，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等等。
刘继富：《再论面子的界定》，《社会心理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参见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中国社

会中的日常权威———关 系 与 权 力 的 历 史 社 会 学 研 究》，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
吴飞关于农民日常生活中丢脸导致自杀的讨论，已经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有益尝试。吴

飞：《浮生取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八章。



及了这一主题，研究者分析了面子的社会控制及纠纷解决功能，① 不过这些研究只

是在分析其他问题时顺带涉及，并非对面子观的系统探索。最近几年，我们在经验

研究中持续关注了面子问题，② 本文是对相关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和深化。

首先，我们尝试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分析面子观在乡土社会中的具体意

涵与形态。其次，我们将面子观纳入村庄社会结构的视野，分析村庄社会结构与农

民面子观念之间的互相形塑关系。即本文试图进入农民日常的生活逻辑，从社会结

构的角度来研究面子观，理解农民面子的内涵以及影响面子观的结构性因素。文章

的落脚点在于面子与村庄社会秩序的关系，它是通过面子的社会治理功能实现的。

二、作为 “社区性货币”的面子

２００４年夏，我们在 陕 西 武 功 县 调 研 时 发 现，当 地 农 民 还 保 留 着 互 工 建 房 的 习

惯。有村民说：“建房时会请邻里村民来帮忙，甚至很多人是不请自到的。这个不仅

是省钱的事情，也是相互给面子。我请你来帮忙，说明我拿你不当外人，被我认可，

你就很有面子；你们都来帮我的忙，也是给足了我的面子，表明我的人缘好。建房

时谁家来的人越多，谁的面子就越大。”由此可见，面子一方面体现了个体之间的互

惠关系，具有 “人情”的意味；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评价、声望与 地 位 的 意 涵。

这两方面刚好是面子观在村庄生活实践中最核心的内涵。

（一）个体间的 “人情”、“情分”与 “互惠”

在乡土社会，村庄社区相对封闭、静止，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世代耕作，生

存能力的低下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互助合作来保证彼此的基本生存需求。在日常的

生产生活中，大到耕牛，小到桌椅板凳、铁锹锄头、锅碗瓢盆等都可 能 需 要 借 用；

遇到建房、扩大生产、抓药看病、红白喜事等情况，互帮互助更是必需。这种互助

合作、互惠行为是别无选择的结果。因此村民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相互期待高，预

期长久。尽 管 由 于 社 区 的 资 源 总 量 有 限，生 存 空 间 狭 小、逼 仄，以 致 这 些 互 动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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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朱晓阳： 《罪 过 与 惩 罚：小 村 故 事１９３１—１９９７》，天 津：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３
年；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
参见陈柏峰：《暴力与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杨华：《湘南宗族

性村落的面子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陈柏峰：《村庄生活中的面子

及其三层结构》，《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汪永涛：《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

“面子”：涵义、特征、运 行 机 制》， 《天 津 行 政 学 院 学 报》２００９年 第４期；宋 丽 娜：
《“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陈柏峰：
《秋菊的 “气”与村长的 “面子”》，《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度极高的村民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但是为了生存而产生的高依存度又使得村庄内

部能产生一套强有力的调节、整合机制来修复摩擦中被损坏的关系。

这种整合机制，不仅包括社区的权威，还包括社区成员所共同服膺的地方性规

范，也包括所有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原则———乡里乡亲之间必须相互

帮助、讲情分，“给面子”当属其中应有之义。

在村庄生活的场域中，这种人情、互惠、面子所建构的村民间的关联和社区整

合机制，源于村民的授受之间会产生 “给予”与 “亏欠”、“权利”和 “义务”的关

系，并尽可能地维持双方的平衡。由于农民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庄中，因此维持这

种授受的平衡也是长期稳定的，并不要求 “给予”与 “亏欠”、 “权利”和 “义务”

的及时清算、兑现。正是有了村庄生活的长久预期，虽然村民心里都有一本账，但

在日常交往中都不大会在利益上过于计较。也正因为此，守望相助的村庄生活往往

显得温情脉脉，充满了 “人情味”。

当然，村民之间的授受关系有时也会出现失衡。这种失衡不是因为彼此的授受

关系没做到绝对的等量，而往往是一方的给予或者回报低于对方的预期。当这种情

况发生后，双方关系自然会受损，但是也未必会立刻破裂。可是如果屡次 “不给面

子”或者 “很不给面子”，那么双方很可能就会 “撕破面子”，彼此间的互惠、情分

就断了。不过也许一段时间后，当事人之间又发生了一些联系，因为生活要继 续，

大家毕竟生活在同一个村庄里，互相之间躲也躲不开。尽管他们在处理相互之间的

关系时可能更加小心翼翼，关系也不太可能再恢复到之前的友好状态，但毕竟恢复

了生活联系。于是，围绕着 “面子”的 “给予”和 “亏欠”，“权利”和 “义务”也

重新进入了每个人心中的 “账本”。

此外，村庄生活中，“最不给面子”的情况不是不顾情分，不互惠，而是主动侵

犯别人，甚至 “打人打脸”。这种 “面子”“里子”都扯破的事情一般是村庄中的强

势人物所为。不过，这种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一般人都不敢 “把事情做绝”，因为

村庄生活是长期的、全方位的，对方的报复、公共舆论的评价，乃至国家法律的制

裁都是他们所必须顾忌的因素。

（二）社会评价、社区声望与地位

在村民的面子 “账本”里，不仅记载了他和其他村民个体间的授受关系，还记载

了村庄中每个村民面子的 “等级评分”。这些又使我们看到，“面子”还指向了社会评

价与社区声望。一般来说，对于同一个村民，大伙打出的 “等级评分”基本差不多，

因为 “评分”的标准是全社区通用共享的。这套 “评分”的体系主要涉及村民在三个

方面的表现：个人的能力、与其他村民交往的情况、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表现。

从个人能力的角度看，在村庄生活的语境中，“日子过得好”的人会得到他人的

羡慕和称赞，自然会给自己挣得面子。“日子过得好”不仅是指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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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家庭成员关系融洽和谐，子女有出息等。在很多地方，农民把自己的人生任

务定义为 “盖房子、娶媳妇、生儿子”。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过程中，个人由于自己

的能力和机缘巧合不同，所取得的结果自然不同，社会评价也因之而异，村民自己

就会因此而 “挣面子”或 “丢面子”。

也有一些人，自家日子过得不错，但村民们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因为他在与

村庄其他成员交往中的不良表现让他 “掉份子”，降低了他面子的 “等级评分”。村

庄中的人际交往是 “处”的艺术，“处”就是人洞察村庄生活并顾及他人的面子和人

情规则的行为和能力。与人为善，做事得体，时常能帮助别人，照顾 别 人 的 面 子，

获得的社会评价自然就高，自己的面子也就足。反之，让人感觉 “不好处”，人们往

往会对其 “敬而远之”，此人 也 会 被 社 区 边 缘 化，成 为 不 怎 么 与 人 交 往 的 “死 门 死

户”。这样的人，自己再有钱，小日子过得再好，在村庄里也没什么面子。

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良好表现也是使人能够挣到面子的机会。比如经常帮

忙主持红白喜事，公正又高效地进行纠纷调解，积极参与甚至领导村庄公共工程的

建设等。如果一个人自家日子过得不错 （至少不是很差），又能很好地与其他村民交

往，还能经常积极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并体现出一定的能力，他往往就是这个村

子里最有面子的人，换句话说，他就是这个村里的精英与权威，就德高望重，甚至

当上村组干部，成为体制性的权威。这样的人因为在村庄中有足够的面子和威望而

成为权威；成为权威后，又使自己的 “面子”大量增值。在这里，“面子”和 “权威

身份”的关系相互促进，甚至交融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中

西部农村，虽然村干部的报酬和灰色收入都很有限，但还是有很多人积极争取获得

“权威”的符号和身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自身面子得到增值。同时，“面子”作

为一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强有力地支撑着权威符号的运作———现在很多村干

部都有着同样的抱怨：“我们手头的资源太少了，我们都是靠自己的 ‘面子’在做

工作”。

可见，面子对应的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赖以立足并与人交往的 “社会性价值”①

标准，也是这种社会性价值实现后所产生的个体效能感和社会评价。

（三）面子：一种 “社区性货币”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子既体现着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具有 “人

情”的意味；又具有社会评价、声望与地位的意涵，是社会性价值实现后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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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贺雪峰的界定，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可以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

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而社会性价值是

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参见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

相互关系》，《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个体效能感和社会评价。它是个体在具体社区里形成的 “印象整饰”，① 具有 “象征

资本”的意味，② 其实质是一种在固定社区内得到公共认可、能够流通、具有公共

性价值的 “通 货”，是 一 种 “社 区 性 货 币”。本 文 之 所 以 使 用 “社 区 性 货 币”而 非

“象征资本”来概括面子，是由于 “象征资本”主要强调了其隐蔽性、转换性与阶层

性，这些特性虽然面子也都具备，但我们更希望能借助于 “社区性货币”来突出面

子嵌入于社会 （社区）场域和社会结构之中的特点以及它的可通约性。

在熟人社会里，每个村民都了解其他村民的面子 “信用状况”，对其认知与评估

也大体相当。因此，面子就像 “社区性货币”一样记载在所有村民共享的 “公共账

本”中。这种 “社区性货币”，可由自己长期的与人为善而慢慢积累，也可因诸种不

良言行而逐步 “消费”殆尽；同时，在变化小、流动少的村庄里，这种 “社区性货

币”还可以传承给后人，其存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社区声望与社会交往。

因此，在乡土社会的理想类型中，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性赋予了面 子 以 公 共 性，

人们积极地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进行自我呈现，以获取公众的认可好评，这是

“面子货币”的运转基础。同时，熟人社会的竞争性还赋予面子以竞争性。熟人社会

信息透明，每个人在 “社区 面 子 货 币 银 行”的 存 款 和 信 用 状 况，大 家 都 一 清 二 楚。

为了获得更多的肯定和赞赏，村民就有挣取 “面子货币”的长久动力，“面子货币”

才能长久运转和 “市场繁荣”。此外，熟人社会的知根知底，又使得人们能较好地平

衡 “面子”与 “里子”、“名”与 “实”、“前台”与 “后台”的关系，保证了面子这

种 “社区性货币”不会发生 “通胀”或 “紧缩”。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

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 着 孤 立 的 社 会 圈 子”。③ 地 方 性 意 味 着 封 闭

性，意味着开放性程度低，这会使面子这种 “社区性货币”有固定的生发场所和流

通空间。长久的预期，使得人们不会去挤兑存在 “社区银行”中的 “面子货币”，这

也是无本经营的 “社区面子货币银行”可以长久运转的基础。如果社区开放性程度

太高，熟悉和亲密势必难以保证，“社区性货币”的生发和流通都会出现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同一个社区中，人们的面子观具有同构、共通和共享的

特征；但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面子所涉及的内容，其权重和排序却不尽相

同。之所以农民的面子观存在这种具体的差异，是因为面子深度嵌入于社区社会结

构之中，是在具有身份归属 （社区认同，阶层属性）的时空坐落中发生作用，面子

正是通过身份归属这个中介机制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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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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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欧文·戈 夫 曼：《日 常 生 活 中 的 自 我 呈 现》，冯 钢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年。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页。



三、村庄社会结构对面子观的形塑

人们赖以生存的时空坐落①就是人们社会化的 “社会文化场”，其中蕴含着非常

生活化的地方性规 范，它 弥 散 于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与 交 往 之 中，内 化 为 人 们 的 “习

性”。面子观的内涵即决定于这种社会性的价值标准、规范与习性；而这一切又由村

庄社会结构与外部因素———包括国家大传统、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力量等———合力形

塑而成。

作为一个相对稳定与封闭的社区，村庄社会结构是形塑面子观的主导性甚至决

定性力量。村庄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尤其是社会联结模式决定了人们彼此之间

的相互依存度和互动方式，由此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地方性

的小传统；具有身份归属感的个体均浸润其中，谙熟、服膺并践行它，以实现自身

的社会性价值，获得相应的个体效能感和社会评价。因此，同一社区中的人们有着

共同的面子观，面子这种 “社区性货币”便有了通约的社会基础。

由于农民面子观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形塑，中国农村社会又具有很强的非均衡

性，这使各地的面子观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

以房屋建设为例。在河南安阳农村，住房竞争非常激烈。大部分农户的住房都

十分宽敞高大，甚至装修豪华。那些还没有能力建房的村民也一直在为建房而积蓄

财力。大部分村民都是在攒到了建房所需钱款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时，就开始东借西

凑准备动工。在他们看来，房子最关乎面子：盖了房子能让自己进入村庄主流社会

的竞争，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建新房，村民尽量缩减其他方面的消费，不

仅饮食极其简陋，甚至还有人几年停止用电。这一切在当地都是可以理解的：“吃是

个人的事情，房子是给别人看的”；“大吃大喝是不会过日子，没有建房子，谁知道

你有钱？”这种 “死要面子而不顾里子”的情况在整个华北平原都很普遍。

在赣南客家人聚居的农村，建房也同样关涉面子，但却与安阳农 村 有 所 不 同。

挣足了钱建一栋漂亮的房子，自然是很有面子的事；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要借钱

建房子，就会被人评论为 “打肿脸充胖子”，反而会丢面子；如果为了建房子，舍不

得吃喝，那就是彻底没有面子了。至于用偷、骗、抢、卖淫来的钱盖房子，更会为

人不耻。显然，当地村民面子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生活的全方位：不仅涉及日常的衣

食住行，还涉及个人的道德与品行；在这种面子观的影响下，“名实分离”的情况基

本不会发生———没有 “里子”的人，怎么折腾也是难 “秀”出面子的。

而在湖北荆门农村，住房几乎完全和面子无关。荆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日常生

活质量整体上要高于大多数的华北农村，但是，农民的住房却普遍 “简陋破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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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村庄中最近十多年来建成的新房屈指可数。对于他们而言，房子够住、能住就行

了，建一栋宽大漂亮但超出实际用途的住房不仅不可能带来 “面子”，相反却可能会

被人嘲讽为 “神经病”。另一个与华北农民相反的评价标准是对饮食的态度，荆门农

民非常在意饮食，绝大多数人家每顿都不会少于三四个菜，而且几乎天天见荤。显

然，荆门人更注重享受生活，更注重 “里子”而不在意 “虚”面子。

对上述面子观的差异，我们需要进入村庄社会结构的内部加以分析理解。我们

将主要从农民社会关联的模式，或者说血缘地缘的联结模式上去把握村庄的社会结

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中国农村中两种基本的联结纽带，不同的地区会呈现出

不同的联结模式，我们依此大致划分出三种理想类型：血缘主导型社区，地缘主导

型社区，血缘＋地缘混合型社区。①

在血缘主导型社区中，血缘边界与地缘边界基本重合。一个自然村往往就是一

个宗族，村庄社区中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宗族组织和社区权威，尽管宗族中又

会分为若干的房支，但同时更有一套超越的，近乎笼罩性的力量规约成员，整合社

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这些地区的村庄往往历史

悠久，宗族规范高度内化，宗族意识形态强劲。虽然遇到现代性冲击，但至今仍有

较强的生命力，村庄内形成了单姓的血缘结构。

在血缘＋地缘混合型社区中，一个社区往往存在若干个家族组织。每个家族组

织内部团结紧密；尽管这些家族可能同根同源，但彼此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关

系，且村庄社区中往往没有一个原生的超越性力量来协调、整合。该类型主要分布

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等地区。这些地区为中央政权力量可及之处，未能在村庄内

形成单姓的强宗大族。由于村庄边界未能完全封闭，偶尔有移民进入，因而大多形

成了多姓聚居的血缘＋地缘格局，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结构，依附于地缘关系，在地

缘关系之内发挥作用，村庄内有多元力量并存。

而在地缘主导型社区中，基本不存在前两个类型里那种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

强有力的家族、宗族组织。社区由很多规模不大的杂姓组成，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

态，没有一套强有力的原生性组织权威和地方性规范。这类村庄的历史一般比较短，

处于清代以降的移民地区，典型的如东北地区、江汉平原。这些地区开发时间 短，

不断有移民进入，地方性规范比较弱。村庄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族结构，也没有形成

两个或多个血缘集团共存的结构，而是形成了血缘关系不凸显的地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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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划分主要受贺雪峰和宋丽娜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贺雪峰最早根据区域差异将中

国农村从宏观上划分为南方、中部、北方三大区域 （参见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

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后来又具体概括为团结型、分裂型、分

散型三种类型 （参见 贺 雪 峰： 《论 中 国 农 村 的 区 域 差 异》， 《开 放 时 代》２０１２年 第１０
期）；而宋丽娜则依据不同的社会联结模式对农村人情问题展开了研究 （参见宋丽娜：
《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１年）。



社会联结模式的不同使得村庄的社会性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村庄共同体的

价值生产能力、地方性规范对村民的制约强度、村民间认同与集体行动的主导性边

界、村民的生活面向等方面。而不同的村庄社会性质又形塑了各地村民不同的意义

世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得面子观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

在血缘主导型社区，村民间认同与集体行动的主导性边界是宗族组织。村庄社

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共同体，有着很强的内聚力和价值生产能力，具有一套强有力

的地方性规范。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庄之内，村庄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地方性规范

对每个人的规约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安身立命之道，还是社会交往之道；无论是面

子的获得之道，还是里子的维持之道。在这个立体、全景式的控制体系下，村民们

基本都能有序地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竞争，并从中获得自己相应的成就和社会评价。

此外，由于村庄共同体有着很强的公共性，村民会力所能及地参与公共生活并从中

获得相应的声望与评价。因之，村民主流的面子观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匹配于

“向内用力的人生”，克己自强，既具有自省的精神又具有进取的意识，面子涉及生

活的全方位，且注重面子和里子 “名实兼具”；二是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良好表

现能成为面子的重要来源；三是面子的获取与竞争基本正当有序，较少出现异化。

在血缘＋地缘混合型社区，存在着若干分裂的竞争性的家族。其对内合作、对

外抗御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一般以五服内的兄弟、堂兄弟为基础构成，规模大约十

余户至数十户。这样的村庄中，村民的生活面向也在村庄之内，村庄也具有较强的

价值生产能力和地方性规范。但是，由于家族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村庄中无

法发育出强有力的超越性的权威力量来平衡社会竞争，因此面子的竞争就显得格外

激烈。由于总体的资源稀缺，人们更注重在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的生活面向上的竞

争，如建房、红 白 喜 事 等，竞 争 胜 利 了，便 在 气 势 上 压 住 了 别 人，否 则 就 似 乎 被

“一票否决”了。为了能赢得足够的面子和社区地位，人们往往不得不 “打肿脸充胖

子”。另外，村民也会较为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以获得面子，而在社区性的公共生活

中所获得的面子不仅是自己的，而且还是全家族的。所以在这样的村庄里，个人的

面子和家族的面子叠加在一起，往往会使得村庄政治的斗争异常复杂。在这种理想

类型中，面子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的生活面向上的竞争是关

键点，为了面子可以不顾 “里子”，“名实分离”；第二点是面子的竞争非常激烈，时

常会出现异化；三是村民会比较积极地参与社区性、竞争性的公共生活。

而在地缘主导型社区，人们对宗亲关系没有多少心理上的认同。兄弟分家后界

限分明、各行其是，在核心家庭以上不再有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村民之间

的关系呈现出原子化趋势。村 民 的 生 活 面 向 在 村 庄 之 外，对 村 庄 难 有 长 远 的 预 期。

精英分子不屑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而将自己的生活世界转移到村庄之外。这种

类型的村庄，缺乏内聚力和价 值 生 产 能 力，也 无 法 产 生 出 一 套 强 有 力 的 社 区 规 范。

虽然人们仍然会关注个人的效能感和社会评价，但是它们却是指向于在即时性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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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获得实惠中获得成就感，收获别人的羡慕———而在前两种类型社区中，这些可能

是会被评价为 “不要脸”。此外，由于村庄的公共性较弱，村民因此会较少通过积极

参与公共生活而获得面子。在地缘主导型的理想类型中，人们相对来说更多的是秉持

“向外用力的人生”，其面子观的特征是：一是面子主要关涉即时的享乐和实惠的获

取，“重实轻名”。二是许多评价标准有别于传统价值规范，传统道德评判的权重大大

下降，克己谦让、内敛自省、勤俭刻苦不仅得不到褒扬，反而可能被耻笑为无能。三

是公共规则对村民的控制力较弱，村民不太在意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与面子，甚至可

能为了私利而不顾社会评价，退出村庄的主流评价，自外于村庄面子竞争系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村庄社会的联结模式这种结构性因素，是通

过什么样的机制和逻辑形塑着面子观，详见下表：

村庄类型 村庄结构外形 村庄社会关联 典型地区 面子观的特征

血缘主导型村庄 单一宗族 团结型 华南地区 名实兼具，面子竞争有序，较少异化

血缘＋地缘

混合型村庄
多个小家族集团 分裂型 华北平原 名实分离，面子竞争激烈，常见异化

地缘主导型村庄 原子化的家庭 分散型 江汉平原 重实轻名，道德意涵低，可退出面子竞争

四、社会结构变迁与面子观的嬗变

近２０多年来，中国农村处于快速的变迁之中，伴随着农民的大规模流动，村庄

边界开放，市场化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面子观以及

它对村庄秩序的维持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指向性的紊乱。在这一

过程中，经济分层的加剧与村庄公共性的消解对农民面子观的影响尤其明显。

（一）村庄经济分化与农民面子观的 “阶层性”

传统中国农村，主导性的社会结构是血缘和地缘关系，虽然社会也有分化，但

是内部阶层关系并未超越血缘地缘关系。然而，近２０多年来，经济分化成为社会结

构变迁非常重要的一维。① 一些地区的经济分化已造成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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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农村社会分化开始明朗化、清晰化，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

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
《农业经济问题》１９９０年第１期；万能、原新：《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

顾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９年第４期；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

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张谦：《终结的开始？———当代中国的农

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分化》，《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陈

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９年 第４期；陈 柏 峰：



构：阶层关系肢解血缘地缘关系。

在苏南农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就在这一

时期，苏南农村普遍掀起了攀比建楼房的高潮。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农民间的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苏南农村开始

有人建造第二代楼房，但这一轮建房却并未形成一哄而起的竞争态势，而且建房与

否并不证明建房者的经济状况的好坏。进入２１世纪，村里的有钱人都普遍在城里买

房，基本不再有在村里建房的需求和动力。可以说，现在建房与农民个人的面子的

正相关关 系 似 乎 已 经 解 除。原 先 躁 动 不 安，不 服 不 平 的 人 们 都 日 渐 “各 就 各 位”

了———大家都逐步接受了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被动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归属。

其实，在今天的苏南农村，不仅是建房，几乎所有的私人性消费，都不再像过

去、也不像其他地区那样会关乎农民的面子。究其原因，除了这里经济上已经属于

“丰裕社会”，横向的社会关联上具有较强的个体化、原子化特征以外，阶层分化的

成熟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同阶层的人都产生了自己的阶层意识和身份归属。

这种情况下，同一个社区里虽然可能还在共享同一套面子观，但是，各个阶层已经

形成了自己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尤其是在与经济相涉的面向的评价上。

　　《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杨华：《当前我国

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战略与管理》２０１０年第６期；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

与阶层分化：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尽管这些成果间存在着观点

的分歧，但是有两点是共识性的：一是都承认农村已经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化；二是都

意识到这种分化已经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后果。

阶层分化使得私人性的消费不再直接关乎面子，但是，在人情往来这种具有公

共性的消费上却需另当别论。人情具有互惠、建构与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即

使出现了经济分化，但是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人仍然保持着人情往来。人情交往中，

礼金和酒席花销对于交往的双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且双方之间的往来必须保持

基本的平衡———无论是礼金的数额还是酒席的档次。结果，在苏南这样的发达地区，

经济社会分化的出现使得高收入者推动着礼金数额和酒席档次不断攀升，他们成了

轻松的领跑者。为了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保住既有的面子，村庄里的中低收入者

不得不疲于奔命，背负沉重的人情负担，心痛于操办酒席时的巨大浪费。

在很多地方，无论负担多重，经济条件差的村民都不会降低礼金数额和酒席档

次，因为人情交往中的平衡直接关乎自己的面子。最终，这些人不得不通过减少人

情往来，缩小交往圈，来维持人情交往的平衡和保证酒席的档次，从而维护住最后

的面子。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 为 村 庄 富 裕 阶 层 和 小 康 阶 层 的 “表 演”和 面 子 展 示，

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勉力参与，低收入群体则只能退出。人情和面子竞争越来越成为

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确认方式。

由此可见，阶层分化对农民面子观的影响非常复杂。在涉及私人消费，对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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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成就的面向上，经济分化使得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面子标准，人们往往

按照具体的阶层标 准 来 要 求 自 己、评 价 别 人，从 而 使 得 面 子 具 有 了 明 显 的 “阶 层

性”。同时，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不同阶层的标准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变迁

的方向和内容则是由社会上层所引领；正是通过引领面子观的变迁，社会高收入群

体客观上实现了对低收入群体的 “文化侵略”。在涉及具有公共性的人际交往中，农

民面子观也正在发生变化，各阶层虽然仍在其中激烈竞争和展演，但经济分化使村

庄的人际交往出现了某种断裂，阶层关系日益切割原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组合。

传统的血缘与地缘关联越薄弱，“原子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切割就越明显。

（二）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与面子观的金钱指向

当前，大规模人口流动使村庄门户大开，村庄社会关联日益变弱，社会的 “原

子化”或曰 “个体化”正在村庄社会兴起。随着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村庄社会门

户大开，流动性日益增强，无论在生计模式还是在社会交往与价值观层面，农民都

正在大规模挣脱土地的束缚。这种结构性的变迁，使得 “家庭的主要功能从一个为

了集体生存而奋斗的法人群体演化成为个体成员提供幸福的私人生活港湾”。① 市场

化的浸入、社会分层的加剧，正使得农民之间的互助互惠行为大为减少，依存度下

降，村庄社区这个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其公共性也逐步

衰微，甚至趋于解体。

村庄共同体的松解，公共性的衰微，使得其价值生产与维持能力 也 随 之 衰 退，

原先的 “小传统”逐步被当下流行的 “大传统”不断地吞噬消解，面子的指向性和

标准也随之改变。随着个体主义不断张扬，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依据原有的文化观

念与价值体系追寻自身的社会性价值，他们的个体效能感和社会声望获得更多地为

外界流行的价值观念、流行时尚所左右。由是，品性与德望对面子的维持便越来越

不重要，与之相应的是金钱财富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无论钱的来路，无论是不是为

富不仁，有钱就是风光。②

村庄熟人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亲密社群，每个个体都是编织在这个浓密厚重

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节点，是关系网中 “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

着一种道德要素”。③ 因此，地方性道德伦理所规约的公序良俗在面子观中的权重和

排序非常重要。当人们日益个体化，脱嵌于村庄共同体后，市场经济中一切价值的

公分母———货币便越来越成为评判面子的核心标准，金钱剔除了社会 个 体 的 个 性，

剔除了具有人格特征的社会关系，将人们从传统面子观的 “羁绊”中 “解放”出来，

·８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①
②
③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页。
相关研究参见谭同学：《桥村有道》，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６页。



使得面子的价值指向性日益趋向于金钱财富。

当然，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还处在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传统的联

结模式与新的联结因素激烈 交 汇，一 种 新 的 相 对 稳 态 的 社 会 结 构 并 未 成 型。因 此，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面子观的转变，目前也只能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

面子观对新时期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机制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五、面子的社会治理功能

因为面子是 “社区性货币”，所以只有在具有身份归属的时空坐落里人们才会在

乎面子。而当人们都在乎面子时，面子就能产生有效的社会治理功能。这种社会治

理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作为 “社区性货币”的面子，通过正向的褒誉机制和负向的排斥机制来

实现社会治理。“社区性货币”丰厚的人，能从村庄社会中获得很高的声望评价和更

多的互助合作，他的生活会愈发地便利与有意义。这样的结果会激励人们更积极地

参与社区互动，服膺公共规则。这是一种正向的激励与控制。而 “社区性货币”贫

乏，没有 “脸面”的人，则会招致大家的鄙视，被社会边缘化；对于表现极端的人，

人们甚至会拒 绝 在 生 产 生 活 中 与 其 合 作 互 助，过 度 的 社 会 排 斥 会 使 其 “社 会 性 死

亡”。这样的排斥机制对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庄社区里的成员来说非常有威慑力。

在传统中国农村的理想类型里，人们的经济状况也会影响面子的大小，但这种

影响是有限的。无论是褒誉机 制 还 是 排 斥 机 制，往 往 主 要 取 决 于 人 们 的 道 德 评 价。

例如，村庄道德的越轨者会丢失面子，从而丧失威望，甚至被排斥在村庄社会关系

圈之外。那些道德有瑕疵的村民，面子小，人情关系往来少，公共事件中的出现频

率就低，逐渐就成了严重缺乏社会关系的 “死门子”。① 在特殊场合，这种排斥甚至

会导致实在的惩罚。② 由此，村庄地方性规范可以得以维护，面子的社会治理功能

也因而凸显。

第二，这种社会治理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领域。在面子机制下，一个相

对稳定、封闭的村庄社区，其实就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微观权力关系网。每个成员都

对他人享有权力，也受他权力的制约；每个人都是这个控制的实践者、承担者、承

受者和维护者；每个人都时时能感受到制约者的 “身体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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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云翔在调研中发现，村里不孝敬老人的农户在办白事时，村民会通过不去人情仪式

现场或只作短暂停留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

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１页）
在湘南水村，一场水灾来临时，村民才以拒绝救助的形式惩罚了一个道德越轨者，他

多次伤害本村利益，在村中毫无面子可言。（杨华：《初论 “血缘共同体”与 “关系共

同体”》，未刊稿）



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是弥散的、长久的。每个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大家都

是权力的作用点。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张没有主体的微观权力之网，这张微观权

力关系网发挥着强大的村庄社会治理功能。日常的生产生活、言行举止、为人处世，

它无一不管，甚至常常将触角超越公共领域而进入个体的私人领域。比如 “好吃懒

做”，虽不会给社会、他人带来直接的损害，但是面子机制仍将其纳入控制范围。同

时，村庄舆论、集体记忆的存在，还使得每个成员很久远的劣迹，甚至是其祖上的

劣迹都可能会随时被人提起，这逼迫、提醒着人们得一直遵守社区规范，长期自律。

第三，面子是一种积极的、低成本的控制机制。法律维护的是最低层次的道德，

而面子建构的则是较高标准的规范。公序良俗、良好的社会生态，是社会秩序形成

的基础，因此面子这种控制机制维持着社会良性运转的根基。

面子的标 准、规 范 为 成 员 所 普 遍 的 内 化、服 膺，即 费 孝 通 所 谓 的 “从 俗 即 从

心”，社区成员普遍存在着对规则的认同和规则的信仰。这种控制机制在不断自我执

行和规训，同时也规训他人；是一个一切人自我规训、监督一切人的机制；甚至是

一个将规则逐渐内化为大多成员行动的身体无意识的机制。因此，面子还是一种成

本低、稳定性高的控制机制。

在理想状态下，面子作为一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复合体，能起到很好的社

会控制作用，并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民众的福祉。千百年来，以血缘和地

缘为社会结构主导的中国农村，正是得益于面子的社会控制功能，使村庄社区性规

范和价值得以维持和再生产，在弱国家控制的情形下实现了村庄的自我控制和自主

治理。而当下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必将使得面子这种软性社会控制机制趋于乏力。

当没有了面子这种村庄社会控制手段时，村庄的秩序还能继续有效维持吗？

今天的中国农民，正在逐步挣脱土地的束缚和社区的管约，直接面对现代国家

的普遍性规则。现代政治不似传统的乡村政治那样关注人心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

心中的罪恶，只能从制度上做种种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

各种不幸。尽管现代国家机器 日 益 强 化，但 是 仅 凭 它 却 很 难 真 正 达 至 对 个 人 精 神、

价值的濡化，无法做到对人心的规约。

面子即人心，人心即政治。中国农村的现代性变迁使得农民的面子观正在发生

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在纷至沓来的利益诱惑面前焦灼不安，无

所适从；人们突然变得无法定义自己，无法定义与别人、与社会的关系了。面子需

要重新定义，人心需要重新安顿。在此过程中，扬弃面子的负功能，使其与现代社

会结构匹配、与现代文化接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子如何定义，人心如何安 顿，

这是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时代难题。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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